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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是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的，构成了共生关系。介绍了共生理论的基本思想，提出创新系统与共生理论具有契合性。从共生理论视角对创新系统的结构层次和运行机制进行了阐释，并结合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进行了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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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l actors of innovation system depend and impact on each other. Thus they form the relationship of symbiosis. The authors introduce the thoughts of symbiosis theory and propose that there exists coherence between it and innovation theory, analyze five laye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give explanation of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At last the author take Wuhan Institute of Bio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o furthe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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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系统是创新理论研究和创新实践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受到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重点关注，并逐渐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组织形态和运行模式。从企业层面的企业创新体系，到地区层面的区域创新体系以至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体系，甚至全球创新体系，创新系统的规模、结构、功能、机制及建设路径等都受到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极大关注。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创新系统的研究迅速成为创新研究领域的一股新潮流，并为世界各国的创新实践提供了的理论指导。Freeman（1987）最早提出创新系统的定义，即“公共或私有部门中通过自己或与其他组织合作进行新技术创造、输出、改进与扩散而形成的机构网络”[1]。有的学者从空间的视角进行界定,包括全国（Freeman，1987）、地区（Cooke等，1997）等角度，有的学者从行业或技术部门的角度（Malerba, 2004）界定了创新系统的边界。然而，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与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迅猛扩张，现有创新系统的边界正日益模糊甚至消失（Sharif, 2006；Whitley, 2007）。因此，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不同层次的创新系统可能跨越边界相互融合，即实现共生状态（Howells,2005; Lundvall, 1992），但不同分析层次的创新系统内部及创新系统之间究竟是如何整合与互动，尚缺乏进一步的研究。
创新系统制度条件和组织创新经济后果的变化，要求研究者跟多地关注创新系统研究的新现象——共生创新系统，从新的视角对其本质、结构层次、运行机理等进行深度揭示。对共生创新系统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研究者识别不同创新系统之间的边界和交叉，区分创新系统内形成的不同创新类型之间的异同，判断各创新子系统在整个大的创新系统中的独特功能等。
二、共生理论与创新系统

来源于生物学领域的共生理论，是进化论的新分支，已经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运用。“共生”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1879）提出的，1970年，美国生物学家马格里斯开创了“细胞共生学”领域，将“共生学说”进一步发扬光大。“共生”主要是用于研究种群之间的关系，但一些学者认为，世界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物质组成的系统，因此，共生现象不仅存在于生物界，在社会系统中也是广泛存在的。创新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创新要素，其属性和相互关系类似于共生种群。因而，运用共生理论对创新系统的结构层次、运行机理等进行分析，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实践意义。
（一）共生理论及其演进

对于共生概念的界定，学者们也存在较大的争议，如德贝里（1879）将共生定义为“不同生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living together）。这一定义较为宽泛，很多现象如寄生、腐生、共存等都可以被理解为共生，1884年德贝里又进一步论述了共生、寄生及腐生等关系，提出了生物间的多样共存方式，并对共生和非共生的区别、寄生与共生的区别等进行了阐释。因而，德贝里提出的共生定义是狭义的共生，不包括寄生、腐生关系。斯格特（1969）在德贝里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共生是两个或多个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程度达到平衡的状态，而不是一方依赖于另一方的关系[2]。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欧洲大部分学者将共生限于两个有机体互利的范围之内，并将寄生与共生作出严格的区分。但后来不少学者都将共生的概念进行拓展和延伸，提出更为广义的共生思想，如格瑞德（1977）提出，捕食（predation）、携播（phoresis）、互利共生（mutualism）、共栖（com-mensalism）、寄生（parasitism）等各类种间关系，都可归于共生范畴之内；原生动物学家戴维斯（Dale.S.Weis，1982）将共生定义为几对合作者之间的稳定、持久、亲密的组合关系。此外，一些寄生虫研究领域的学者则提出，共生包括寄生、共栖两种关系类型。
由此可见，关于共生理论，尽管存在着较多不同的观点，但多数学者将其界定为限于两个或多个有机体之间形成的互利关系，因而与寄生等关系概念有着明确的区别。随着共生学说的不断深化与拓展，共生理论受到生物学界及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1997年4月在美国成立了国际共生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ymbiosis Society，ISS），通过学术交流促进了各国共生研究人员在各个共生子领域研究，并强化了与其他领域的联系与沟通。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共生理论逐步得到运用和拓展，并在产业发展、区域合作、技术创新、创新体系等领域具有日益增强的解释力和指导作用。David Gibbs(2008)将学术界和实践界关于产业生态的探讨进行结合，提出了产业共生系统的概念，并阐释了共生体系中企业互动、产业发展与环境改善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路径[3]；Nicky Gregson等（2011）探讨了产业共生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实证案例分析[4]；王珍珍等（2012）从共生的起源以及共生的哲学涵义出发，探讨了产业共生的内涵、模式的差异以及其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应用等问题[5]；张雷勇等（2013）将共生理论引入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中,提出了产学研共生网络的概念,系统地阐释了其基本特征以及共生连接形成和作用的机理,并提出了从共生方法和网络方法两方面对产学研共生网络进行优化的"双轮驱动"培育机制[6]；李煜华等（2014）构建了创新生态系统内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创新模型,并提出了优化共生单元、选取共生模式、培育共生环境及建立协同创新共生界面是实现创新生态系统稳定协同创新的重要途径[7]；叶斌、陈丽玉（2015）建立了区域创新网络的竞争与合作共生演化模型,在给出共生演化模型的平衡点及其稳定性条件之后对区域创新网络的共生演化过程进行仿真分析[8]。
    由此可见，共生理论正不断向社会科学领域拓展并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创新体系的研究中，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探讨创新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二）创新系统
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创新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逐步形成“系统范式”，开启了创新系统研究的新热潮，并重点聚焦于创新系统的空间和地理特性以及从产业技术特性分析创新系统。以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网络、产业集群及产业创新系统、部门创新系统和技术创新系统等为代表的创新系统研究分支，尽管层次、范围等侧重点不同，但都对创新系统的空间分布、产业特性、技术创新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创新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综合的概念，其超越了传统的技术创新系统与部门创新系统的边界和范畴。具体而言，创新系统的复杂性和综合性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创新系统是一系列独特机构的综合体。这些机构独立或联合发挥作用促进技术的研发和扩散，推动创新要素的联合与协同，引导和塑造创新环境与氛围等。这些创新机构因行业、空间、技术属性等而异，且作用方式和强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其次，创新系统是一系列制度规则的集合体。创新系统中包含促进技术研发和扩散、激励创新主体投入和共享创新资源、提升创新收益分配和风险分担公平的各种制度和规则。这些制度和规则是否合理和完善，直接决定创新系统的运转状况与绩效水平。
再次，创新系统是一系列创新要素的共生体。各种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在创新系统结构和制度规则的支配和协调下，相互作用、相互适应、融合共生，形成一个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
(三)创新系统与共生理论的契合

纵观现有共生理论的研究观点，不难发现，共生理论实际上是对组织与环境关系的一种新思想。在达尔文进化论和拉马克进化论基础上形成的组织演化理论，其将组织环境视为组织外在的，认为组织与环境之间始终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将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界限和差异绝对化了。共生理论将组织与环境看作是共生的关系，将那些与组织关系最密切的要素内化纳入组织-环境系统，消除了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天堑”，将原来的组织与环境关系变成了一个共生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同时，共生理论将组织和环境都视为动态变化的，并认为组织与环境之间关系具有动态性、非线性和复杂性。

作为一个由多种创新主体和创新要素构成的创新共同体，创新系统超越了传统独立、静态创新机构体系层次，成为一个动态、复杂、多层次、非线性的价值创造与共享系统。在这一系统中，“组织”与“环境”的界限也变得模糊，甚至许多要素可被同时纳入“组织”和“环境”之中。创新系统所涵盖的各类创新要素彼此适应，融合共生，推进创新价值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创新系统与共生理论理论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因而创新系统就是一个共生系统。
三、共生理论视角下创新系统的层次结构

    共生理论将共生系统视为多层次的复杂系统。无论从创新要素的功能属性，还是从创新系统的运行流程与作用机理来看，共生创新系统都具有特定的边界、形态及结构层次以及相应的运行规则和作用机制。
Johannes Meuer等（2015）提出创新系统的两大组成部分：一是制度安排，如公共政策、教育和培训体系等；二是创新组织，如政府、大学、企业等各种公共和私营机构 [9]，这种二元体系观点被学术界广泛认同。 
（一）规模与层级共生：国家、区域及行业创新系统
在Freeman,Lundvall和Nelson等人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基础上，学者们不断衍生出区域创新系统（Cooke等,1997）、行业创新系统（Malerba,2004）甚至企业创新系统等概念。国家、区域及行业三种创新系统之间是相互依赖、密切联系的，它们在共生融合的基础上又相互延伸和交融，但又各有侧重和独特的职能（见表1）。许多学者在三种创新系统之间边界可渗透性以及不同规模和层级创新系统之间重叠性的研究方面，存在一些分歧，这实际上为整合不同规模和层级的创新系统，形成共生创新系统的观点提供了可能。
表1  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与行业创新系统的比较

	
	国家创新系统
	区域创新系统
	行业创新系统

	规    模
	巨大
	中
	较小

	层次定位
	宏观
	中观
	微观

	构成要素
	政府、制度、组织
	地方政府部门、企业、科研院所
	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行业平台

	创新重点
	制度、组织
	组织、技术
	技术、产品

	边    界
	国家
	行政区划、文化
	行业部门

	功    能
	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
	实现区域科技经济结合
	促进行业技术进步与结构升级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二）属性与功能共生：由核心到表层的创新系统层次
共生创新系统融合了许多不同属性和功能的创新子系统，且各子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层次和秩序。Johannes Meuer等人将共生创新系统由内到外划分为五个层次，即自给自足的创新系统、公共科学创新系统、知识内部化创新系统、受保护的层级创新系统、组织化学习创新系统（见表2）。
1.自给自足的创新系统
这是一种专业化的创新系统，系统中的创新机构或个人独立自主开展创新活动，得不到任何公共创新资金的资助，同时，公共研究机构合作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也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这种创新系统在经济投入上也是完全依赖自己，学习活动仅发生于研究者与高层管理者之间，跨越企业边界的合作与权力分享都受到限制，创新成果主要来自系统内专家的研究努力。
2.公共科学创新系统
这种创新系统强调与公共科学机构的合作，但淡化了组织学习的活动过程，其创新能力主要来源于专业化、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中的企业可以依赖公共创新基金的资助，创新活动则受到专业化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和与公共研究机构紧密合作的促进。此外，政府对于公共知识的供给和知识产权保护并无相关规制，取而代之的是企业之间的协调。这一系统中的企业更多地从事公共技术研究。
3.知识内部化创新系统
这一创新系统表现为与公共研究机构合作和公共知识供给，其创新能力来源于组织学习过程、职业教育培训、公共研究基金和知识产权保护缺乏等。系统内部成员通过外部合作或获取外部公共知识等渠道进行学习，这种多样化知识来源和学习过程，推动了创新活动的开展和创新成果的产出。
4.受保护的层级创新系统
这一系统突出创新研究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在公共科学研究中的高度融入。因此，这种创新系统不适合产生激进式技术创新成果，而更适合推进组织创新。它主要作为区域创新系统而存在，比较类似于Cooke的“草根创新系统”和Coenen的“区位嵌入的区域创新系统”。它的功能更多地表现在提升企业组织活动效率和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方面，而不是促进激进式技术变革上。
5.组织化学习创新系统
组织化学习创新系统，就是在公共研究基金的资助下，通过与公共科研机构合作，实现组织学习与创新知识生产，并扩散创新知识的创新系统。它具有较为完善的权力分享和组织学习条件，并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从创新实践中的应用范围来看，它更适合于行业创新系统，通过有组织的系统化创新和学习过程，促进行业内技术的激进式创新。
以上五个层次的创新子系统，从内到外，各具不同的功能与属性，相互交融，共生互惠。自给自足的创新系统和公共科学创新系统属于中心层，是共生创新系统的内核与支柱，决定着整个创新系统的发展方向和运行绩效，知识内部化创新系统、受保护的层级创新系统和组织化学习创新系统是共生创新系统的表面层，它们从不同的视角和职能维系着共生创新系统的运转，承担整个创新系统的创新活动环节和功能，执行相关创新任务，共同促进共生创新系统的稳定运行。
表2  共生创新系统层次结构
	创新系统层次
	主要特征
	类似概念

	核心层
	自给自足的创新系统
	专业化、缺乏组织学习和职业教育培训
	Jensen等(2007)：科技与创新(STI)

	
	公共科学创新系统
	与公共研究机构合作、提供公共知识
	Jensen等(2007)：行动、应用与互动(DUI)

	表面层
	知识内部化创新系统
	与公共研究机构合作、缺乏组织学习
	Castellacci(2008)：大批量商品生产系统

	
	受保护的层级创新系统
	与公共研究机构合作、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Cooke(1998)：草根系统；Asheim和Coenen(2005)：地理区位嵌入系统

	
	组织化学习创新系统
	与公共研究机构合作、知识扩散
	Castellacci(2008)：先进知识提供者


资料来源：Johannes Meuer,Christian Rupietta,Uschi Backes-Gellner. Layers of Co-existing Innovation Systems. Research Policy 44 (2015): 898
四、共生理论视角下的创新系统运行机制

如上所述，共生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共生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创新系统本身包含多个创新子系统，其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共同决定着创新系统的运行效率与创新绩效。以下就从共生关系和运行机制对创新系统的共生机理进行分析。
（一）创新系统内部要素的共生关系阐释
根据共生理论，共生系统由共生单元、共生基质、共生界面和共生环境四个方面的要素构成。创新系统作为一种社会共生系统，也具有着共生系统的构成要素并遵循共生系统的运行规则（如表3）。创新系统中的共生单元凭借自己的共生基质即拥有的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通过多种共生界面即科技园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发生共生行为，获得共生收益。
表3  创新系统构成要素及共生关系角色
	构成要素
	具体内容
	角色与功能

	共生单元
	各创新子系统、政府部门、企业、研究机构、大学、客户等
	构成创新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形成共生体的基本物质条件

	共生基质
	创新资源、创新能力
	共生的必要条件与核心要素，是共生创新系统的关键要素

	共生界面
	产业集群、科技园区、行业创新战略联盟、工业研究院等
	共生单元之间的联结方式和机制，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媒介、通道或载体，是共生关系形成发展的基础，决定创新系统效率和稳定性

	共生环境
	创新基础设施、政策法规、文化氛围
	共生单元以外所有因素的总和，是创新系统的运行的外部条件


共生环境是影响创新系统活动范围、运行方式和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它包括各种创新基础设施、创新政策法规及文化氛围等；共生单元是创新系统的活动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它由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大学、顾客等构成，其能力水平直接决定着创新系统的功能与绩效；共生基质则是共生系统最为核心的要素，它是基于整个系统而形成的资源与能力组合，堪称创新系统的“核心能力”；共生界面代表了共生单元之间的作用方式和系统运行模式，是创新系统的制度要素，不同的创新系统对应不同的共生界面，而不同的共生界面也导致不同的创新系统绩效。总之，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来看，创新系统中的共生单元在特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发生共生关系，创新系统本质上就是一个共生系统。
（二）创新系统的共生运行机制
创新系统中的各创新要素之间的联结方式和系统的运行模式，必须按照一定的共生机制，遵循相关共生规则，也就是说，创新系统具有其特定的共生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动力机制、均衡机制及激励约束机制三个方面。
1.动力机制
创新系统的动力机制，是指创新系统中创新主体和要素创新动机的产生及由此导致创新主体创新行为的机理。具体而言，动力因素作用于创新系统的核心主体，驱使其与系统中的其他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开展创新活动，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创新系统发展演进，最终实现持续创新。创新系统各构成要素在共生互惠的基础上，产生竞争合作、学习模仿、网络溢出等效应，形成了竞争、追赶、学习的强大创新动力，以实现追求产品技术创新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此外，创新系统内部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责任感也是创新系统运行的重要动力。
2.均衡机制

共生系统的维系与稳定，需要良好的均衡机制发挥作用。在创新系统中，各创新主体和要素均具有特定的功能与生态位，扮演者特定的角色，但受外界环境及系统自身变化的影响，创新系统中共生单元之间的共生关系并非一直保持均衡，而是处于非均衡—均衡—非均衡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而且非均衡是常态，均衡是难以真正持续的。维持创新系统的共生均衡的机制主要包括供需机制、竞争合作机制、盈亏平衡机制、组织治理机制等。
3.约束机制

创新系统是一个创新主体和要素追求共同目标的共生体系，各参与创新的个体在努力通过合作实现系统创新目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各自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论是偏利共生还是互利共生，这种不同共生单元之间的利益分歧都是现实存在的。因而，在维系创新系统的共生单元之间的共生融合关系基础上，建立合理完善的行为约束、风险分担和违约补偿机制，对创新主体和要素能发挥有效的约束作用。


                     图1  创新系统的共生机制关系
    以上三种机制之间也是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和相互制衡的关系（如图1）。动力机制是均衡机制和约束机制存在及发挥作用的前提，没有动力机制，创新系统的共生关系就失去了存续的基础；均衡机制则是创新系统维持稳定的保障，因而也起到平衡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的作用；约束机制是动力机制和均衡机制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为其提供良好的秩序和规则条件。
（三）创新系统共生模式
在共生理论研究中，根据共生单元之间的关系行为及其结果，共生可以分为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及对称互惠共生。与此相对应，创新系统也可以根据创新主体和要素之间的关系行为及其结果差异，分为寄生共生创新系统、偏利共生创新系统、非对称互惠共生创新系统和对称互惠共生创新系统四种（如表4）。
表1  共生视角下创新系统的共生模式类型

	创新要素关系
	创新系统共生模式
	特点描述

	主动-被动
	寄生共生创新系统
	创新要素之间单向能量流动；一般不产生新能量

	随动-被动
	偏利共生创新系统
	创新要素之间双向能量流动；此消彼长

	主动-随动
	非对称互惠共生创新系统
	通过分工协作产生创新收益,但创新收益在创新要素间非对称分布

	主动-主动
	非对称互惠共生创新系统
	通过分工协作产生创新收益, 且创新收益在各要素间分配较为平均


上述四类共生模式的创新系统具有不同的内部要素关系，因而获得的创新绩效也不同。它们在行业属性、区域范围、技术特征、政策法规等方面具有不同的适应性和内在要求。只有采取合适的共生模式，创新系统才能良好运转，获得更好的创新绩效。
五、案例分析与启示
    结合前述分析，本文以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为例，对其创新系统中的结构层次与共生机制进行分析，
（一）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概况
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为研究院）是湖北省第一个新型产业研究院， 位于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生物城内，始建于2009 年。由湖北省委省政府整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相关资源组建而成，主要从事生物领域应用研究开发、技术服务和成果转化，是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技术支撑平台。研究院建筑面积8万平米，下设六大研究中心，建有公共服务平台和中试转化平台。研究院以全新的体制机制、较快的发展速度引起科技界关注。
（二）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结构层次
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创新系统，其内部存在着众多的生物技术创新成员，它们之间形成了特定的结构层次。根据前述关于创新系统共生结构层次的划分，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的共生单元之间的结构层次可以划分为：自给自足的创新系统主要是研究院内部的小型企业和民营研究机构；公共科学创新系统则包括高校、科研机构、领军企业等；知识内部化创新系统表现为研究院内部高校、科研院所与外部机构进行合作，获得研究资金和研究成果；受保护的层级创新系统层次是指研究院的理事会管理机构，它更多地是改进研究院创新活动效率；组织化学习创新系统则是各工程技术中心、技术转移机构，它们承担了创新知识扩散的功能。
（三）运行机理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按照“研发团队企业化运营、研究目标产业化导向”的原则，已引进83个海内外高端团队，包括8名两院院士、2名外籍院士和一批千人计划、长江学者、973首席人才。重大新药创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传染病防治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以及863计划项目、973计划项目先后落户研究院。依托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纳米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六个国家级平台和一批省部级平台，逐渐形成了组合生物合成、新型疫苗、单克隆抗体、纳米医药制剂、干细胞工程、生物质柴油等特色领域。研究院已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并成功孵化了禾元生物等40余家高新企业，与20余家医药企业共建了院士工作站和联合研发中心。

由此可见，其运行有着较为完善的动力机制、均衡机制与约束机制，共同支撑着研究院作为创新系统的功能发挥。
综上所述，创新系统构成要素众多，层次复杂，内部运行关系模式多样化。从共生理论的视角对创新系统的层次结构和运行机理进行分析，有利于正确识别创新系统的结构特征和运行规律，把握影响创新系统创新效率和绩效的关键要素，制定和完善促进创新系统发展的政策法规，加快创新系统建设，提升国家、区域及行业创新能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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